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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筛选”与 “提拔”效应

———来自慈善捐赠田野实验的证据

罗　俊　陈叶烽　何浩然∗

　随着我国慈善捐赠活动日益市场化,对个人捐赠行为的

研究已成为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不同捐赠信息公开

条件下的个人捐赠行为做出解释,并设计捐赠田野实验对理论模型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捐赠信息实名公开会对捐赠行为产生 “筛选”
与 “提拔”两种效应. “筛选”效应表现为: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

人,会通过拒绝参与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实名公开.“提拔”效应表

现为:意愿捐款数额较高的人,会因为实名公开捐赠而提高捐款数额.
　慈善捐赠,捐赠信息公开,田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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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慈善捐赠是政府在公共领域部门的必要补充,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显示,

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接受的总捐赠额为９９２亿元,仅占 GDP 的

０１４％.而美国各类公益组织所接受的总捐赠额为３７３２亿美元,占到了

GDP的２１％１.据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个

人捐赠只占总捐赠额的２１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２０１６年美国的个人

捐赠占总捐赠额的７２％,并且９１％的美国家庭有慈善捐赠行为,每户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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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捐赠额达到了２５２０美元.２不难看出,我国慈善捐赠总体水平落后于发达

国家与民众的捐赠意愿不强,个人捐赠占捐赠总额的比例太低有直接关系.
因此,大力促进全民参与式的个人小额捐赠成为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事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很多慈善组织或机构为了促进个人捐赠行为,设计安排

了各种相关的捐赠激励方式.其中,通过慈善捐赠榜单来公布捐赠信息就常

被慈善组织所采用.捐赠信息的公开对捐赠行为的作用,在传统的经济学理

论研究中被认为是捐赠者出于声誉动机 (reputationmotivation)的考虑,会

因为捐赠行为被他人知晓而收获个人效用的增加 (Becker,１９７４).或者说,
捐赠者会在意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希望自己的捐赠行为可以得到他人的尊

重和肯定 (GlazerandKonrad,１９９６;Harbaugh,１９９８).
可见,相关的理论研究都假定个人捐赠信息的公开所引致的声誉动机,

会对捐赠行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以往一些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人

们在匿名性的条件下,往往会表现出更加自利的一面;而在更为公开的情境

中,则会有更多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如 BohnetandFrey,１９９９;Andreoniand
Petrie,２００４;Soetevent,２００５;Arielyetal．,２００９).GlazerandKonrad (１９９６)
根据以上理论假定推断:在慈善捐赠活动中,人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誉,一

般不愿意选择匿名的捐款方式.他们还收集了一些自然数据作为证据来支持

以上推断,如匹兹堡交响乐团１９９１年收到了２２４０位捐赠者的捐款,其中仅

有２９名捐赠者是匿名捐赠的;以及１９９１年秋有１９５０名捐赠者给耶鲁基金会

进行了捐款,但捐赠者的展示栏上只有４人是匿名的.
至此,上述有关捐赠信息的公开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机理,似乎已得到了

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的相互印证,形成了图１中上半部分 (无阴影部分)所

描绘的逻辑.然而,仅日常观察与直观体会就能表明,上述影响机制并不是

故事的全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认为 “小恩小惠”应该 “不足挂

齿”.当自己的捐款数额较低的时候,公开捐赠信息也许并不会带来正向的效

用.尤其是在中国人 “做好事不留名”的文化传统下,一旦捐赠信息被他人

知晓,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标榜自己的善行,反倒给自己带来负面的感受

(如羞愧感).

图１　捐赠信息公开引致的声誉动机对捐赠行为作用的机理结构图

２ 来自美国国家慈善基金 (NationalPhilanthropicTrust)２０１６年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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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Vesterlund (２００３)就认为,GlazerandKonrad (１９９６:p６３０)
给出的经验证据可能并不是普遍现象, “只有那些希望向其他人炫耀个人收

入、展示个人地位的捐款者,才会以实名的方式捐赠”.在现实生活中愿意公

开姓名的捐赠者,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捐款数额都比较大 (Rotemberg,２０１４).
此外,在所涉捐款数额较小的捐赠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的公开捐赠信息

可以促进捐赠行为的结论,均是基于被试无法通过退出捐款来避免捐赠信息

公开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的 (如 AndreoniandPetrie,２００４;Soetevent,２００５;

ReinsteinandRiener,２０１２;等等).在这些实验研究中,无论被试捐款数额

多少、是否捐款,其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 (包括数额为０的捐款)都会被

公开为他人知晓.鉴于这一条件明显不符合现实世界中更为普遍的 “能自由

退出捐赠,避免捐赠信息公开”的情形,那么基于该条件得到的实验结果也

就难以具有解释现实捐赠行为的外部有效性 (externalvalidity).
因此,本研究尝试在更为接近现实情况的假设下,为捐赠信息公开条件

下的个人捐赠行为构建理论模型.首先,我们对捐赠信息公开下个人的心理

状态,有两个重要的一般性假定:一是,捐赠者姓名和对应捐款数额的公开

所引致的声誉动机,会给个人带来正向的效用;二是,当人们意愿的捐款数

额较低时,捐赠者姓名的公开会令人产生羞愧感,从而给个人带来负向的效

用３.在这两个假定的基础上,我们进而考虑在各种不同的捐赠信息公开条件

(捐赠信息公开的程度、个人是否可以通过退出捐款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
下,个人的捐赠行为决策会有怎样的改变.

以理论模型为导向,我们开展了有关慈善捐赠的田野实验 (fieldexperiＧ
ment),对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情况下的个人捐赠行为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发

现,当被试被要求要实名公开捐赠信息 (公开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时,
捐赠率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当被试在完成捐款后自主选择是否要实名公开捐

赠信息时,绝大多数被试都没有选择实名公开捐赠信息,且选择实名公开捐

赠信息的捐赠者平均捐款数额要比选择匿名公开捐赠信息的捐赠者平均捐款

数额高３０７％.以上实验数据表明: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个人的捐赠行为

会产生一种 “筛选效应”,即个人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会为了避免捐赠

信息实名公开带来的羞愧感,而宁愿不捐赠.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强制性实

名公开捐款数额组,被试无法通过不参与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
在此种情况下,当被试被要求要实名公开捐款数额时,捐赠率与捐款数额都

有了显著提高.这说明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个人的捐赠行为还会产生一种

“提拔效应”,即在事先确定捐赠信息要被实名公开的情况下,被试会出于声

誉的考虑刻意提高自己的捐款数额.上述逻辑机理可见图１所示.

３ 捐赠信息公开给捐款数额较低的捐赠者带来了羞愧感,从而导致心理上的负效应,这是其中一种主

要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担心个人隐私被暴露可能也会由于捐赠信息公开带来心理上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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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逻辑机理的提出和验证丰富了以往慈善捐赠模型中有关捐赠信息公

开下的决策模式,呈现了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对于个人捐赠行为的不同影

响,解释了不同程度捐赠意愿下的捐赠者在面对捐赠信息公开时的不同反应.
本研究不仅尝试完善公开捐赠信息对捐赠行为影响的一般性理论,界定并拓

展经典的捐赠行为声誉动机模型的适用范围,还希望能为现实中可能出现的

各种不同捐赠信息公开的现实制度安排,会如何影响捐赠行为提供实证依据,
从而帮助慈善组织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激励潜在捐赠者,
进而增加个人捐款比例,促进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稳步发展.

本文将按以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相关理论和实验文献

做了介绍;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对各种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下的个人捐

赠决策做了理论分析,并利用 Matlab数值模拟不同条件下的模型参数;第四

部分为实验设计,对慈善捐赠田野实验的实验设计与实验过程做了详细描述;
第五部分为实验结果,利用统计与计量分析、倾向值匹配法等方法验证文章

假设;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实验结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做了阐述.

二、文献综述

人们为什么会自愿付出自己的成本去帮助他人? 以往研究认为慈善捐赠

行为主要来自两大动机因素的驱使:一类是内在利他动机,包括内化到个人

效用中的纯粹利他动机 (purealtruism)(Becker,１９７４;DawesandThaler,

１９８８)和从捐赠行为中获得自我满足的非纯粹利他动机４ (Andreoni,１９８９;

Andreoni,１９９０;RibarandWihelm,２００２).另一类是因社会互动的需要而

受到外在因素的作用,如遵从社会规范 (Sugden,１９８４;Bernheim,１９９４)
和考虑社会声誉 (Harbaugh,１９９８;BénabouandTirole,２００６)等.

相对于内在利他动机,外在因素对捐赠行为的作用常常会因为环境、条

件的变化而充满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也是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可以影响的方

向.因此有关外在因素作用于捐赠行为的主题总是会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
而研究相关捐赠信息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一

方向上的研究又可具体细分为两种:接收到其他相关捐赠信息 (如过往捐赠

信息和他人捐赠信息)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捐赠信息公开的安排对捐赠

行为的影响.
接收到其他相关捐赠信息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在较早的微观理论研究中就

有所讨论.Sugden (１９８４)认为个人对公共品的慈善捐赠,服从互惠原则

(principleofreciprocity)这一社会规范.慈善捐赠的互惠原则是指,如果其

他人都向公共品提供了某一水平的金钱或劳动,那么了解到该信息的捐赠者

４ 非纯粹利他动机也被称为 “光热”(warmglow)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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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对公共品提供相似的贡献.Bernheim (１９９４)构建的遵从模型 (conＧ
formitymodel)进一步解释了上述现象.他设定每个人的类型是无法被直接

观察到的,其他人需要从可观察的个体选择中来推断其类型.模型中个体的

捐赠行为不仅是从内在的动机偏好出发,还由于他们在意个人的社会地位,
即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因此,其他人的捐赠信息会影响个体的捐赠决策.

相关实验还检验了接收他人捐赠信息对于个体捐赠行为的具体影响.如

FreyandMeier (２００４)的实验验证了为被试提供过往其他捐赠者相对更高的

捐赠数额信息,可以更有效地激励被试的捐赠行为.但 ShangandCroson
(２００９)、CrosonandShang (２０１３)开展的田野实验却发现所提供的捐款数额

信息并不是越高越好.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过往捐款数额大小在９０％—

９５％分布区间的捐赠信息对当期捐赠行为的影响是最大的.Guzmánetal
(２０１３)的实验则检验了社会信息的引入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年龄的

差异而有所不同.
除了他人或过往捐赠信息的提供会影响捐赠者行为以外,是否公开捐赠

信息的安排对捐赠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即当人们在做出捐赠决策前得知

慈善组织会公开捐赠信息 (包括捐赠者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时,捐赠行

为会有怎样的改变? GlazerandKonrad (１９９６)的回答是,公开捐赠信息的

安排 会 促 进 人 们 的 捐 赠 行 为.他 们 将 可 观 察 的 捐 赠 水 平 (observable
donation)纳入捐赠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中.人们的真实收入水平无法被他人观

察到,但可以通过公开的捐赠信息来释放个人收入水平的信号,从而展示自

己的社会地位.因此,捐赠者会有动机在捐赠信息公开的情况下,提高自己

的捐赠水平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持相近观点的还有 Harbaugh (１９９８),
他提出了一个有关声望动机 (prestigemotive)的慈善捐赠行为模型,在模型

中他假定声望就等于个人被公开的捐赠数额.因而捐赠信息的公开会使得人

们通过增加自己的捐款数额来提高声望.更为详尽的相关模型是由 Bénabou
andTirole (２００６)构建的,该模型预测当慈善捐赠行为可以被其他人观察到

时,个人会为了获取他人对自己的正面印象,得到更大的社会声誉,而更可

能去参与捐赠.他们在模型中假定个人的声誉价值依赖于其他观察者对个人

偏好类型的后验估计.所以,捐赠信息公开下声誉动机的收益与个人的捐赠

水平及相应的动机程度密切相关.
与以上理论模型的预测基本相同,考察捐赠信息的公开对于捐赠行为作

用的实验研究几乎都发现,捐赠信息更为公开的安排会提高捐赠率和捐款数

额.AndreoniandPetrie (２００４)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了捐赠信息公开程度

对公共品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者设计了以下实验局:标准的公共品博弈、
捐赠后被试的捐款数额会被公开的公共品博弈、捐赠后被试的个人身份信息

(头像)会被公开的公共品博弈、捐赠后被试的个人身份信息和捐款数额都会

被公开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结果确实发现更为公开的捐赠信息会促进捐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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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捐赠后公开被试个人身份信息及对应捐款数额的实验组,平均捐款数额

显著高于标准的公共品博弈组和捐赠后捐款数额会被公开的公共品博弈组的

捐款数额.ReinsteinandRiener (２０１２)为增强社会声誉在实验中的影响,
增加了捐赠前被试面对面交谈的环节.他们的实验室实验也设计了不同的捐

赠信息公开组 (不公开捐赠信息、公开捐赠数额、公开捐赠数数额和身份信

息).实验结果表明,平均捐赠数额会在同时报告捐赠数额和身份的情况下得

到显著提高,研究者进而认为是捐赠信息公开引致的社会声誉促进了捐赠行为.
其他研究者在更为现实的田野实验情境下 [捐赠信息公开的方式不论是

由其他人可自然观察到 (LinardiandMcConnell,２０１１),还是直接公开在校

园新闻栏上 (Karlanand McConnell,２０１４);实验情境从教堂捐赠的环境

(Soetevent,２００５)到义务献血的场景 (LaceteraandMacis,２０１０)],同样

发现了与上述实验室实验相一致的结论:当捐赠者的捐赠信息更为公开或捐

赠行为可以被他人观察到时,被试参与捐赠的比例以及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

额相对于基准组都有显著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所得到捐赠信息的公开对捐赠行为产生正面影

响的研究结论,都是在强制公开捐赠信息的情况下实现的,即捐赠者无法通

过不参与捐赠,来避免个人捐赠信息公开的特殊条件.比如,在 Andreoni
andPetrie (２００４)的实验室实验中,被试的捐赠信息都会自动显示在所有人

的电脑屏幕上.如果有被试不做捐赠,那么他的个人身份及对应捐赠数额为０
的信息同样会被呈现.而在Soetevent (２００５)的教堂捐赠实验中,捐赠容器

是一个开放的篮子,篮子在每个人之间依次传递.当篮子递给被试的时候,
被试是否捐赠、捐赠数额多少自然都会被其他人观察到,被试无法避免这些

信息被公开.因此,上述研究所发现的公开捐赠信息对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

只是在无法退出的强制性公开捐赠信息情况下的特例,我们有必要全面地认

识和检验在现实世界中更为常见的 “个体可通过自由选择退出捐款活动来避

免其捐赠信息被公开”的条件下,捐赠信息的公开对个人的捐赠行为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这部分的理论模型为我们之后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

件对捐赠行为的作用,提供了可以检验的理论假设.首先,考虑三种有关捐

赠信息公开的情况:只公开捐款数额、只公开捐赠者姓名以及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 (公开捐赠者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我们设定捐赠信息公开的集合

M＝ m１{ }, m２{ }, m３{ },其中 m１{ }为只公开捐款数额的情况; m２{ } 为只公

开捐赠者姓名的情况; m３{ } 为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情况.在以上三种情况

下,个人都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捐款,并且知晓如果不参与捐款,那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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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信息 (捐款数额为０)将不会被公开.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通过退出捐赠

来避免个人捐赠信息的公开.
那么,个人在一般条件下的捐赠行为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５:

U a,m;M( ) ＝va＋R a,m;M( ) －C(a), (１)
其中,a∈R＋ 为捐款数额,v 为每一单位数量的捐款对于个人的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ations),或者说捐赠行为的内在价值.参照BénabouandTirole
(２００６)有关亲社会行为的个人决策模型,这里假定v~N (μ,σ２),μ＞０.

R a,m;M( ) 为个人在某一捐赠信息公开情况下,做出捐款数额a 时的声誉

收益.R a,m;M( ) 来自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具体的表达式定义

如下:

R a,m;M( ) ≡γE (v ∣a,m;M),γ≥０． (２)
与Soetevent(２０１１)构建的不同支付方式对个人捐赠行为影响的模型一

致,我们假定个人的声誉价值依赖于其他人在观察到某人在某一捐赠信息公

开情况下的捐款数额后,对其个人捐赠行为内在价值的后验估计.γ 表征个

人对自己声誉的关注程度.C (a)为个人做出捐款数额a 时的相关成本,可

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C a( ) ＝
a２

２＋ a－a( )øI０＜a＜a∩m＝m２或m３( ) ． (３)

按照 Bénabouand Tirole (２００４)的 设 定,C a( ) 应 为a 的 凸 函 数.

I ()则是指示函数,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参数ø＞０来反映捐赠者姓名被公开

的情况下 (公开受到表扬),会因为自己的捐款数额太小,而产生的羞愧感.

引入的a则是公众心中认为可以接受公开表扬 (捐赠信息实名公开)的捐款数

额 (可以认为是一种共识).
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三种捐赠信息公开情况下个人的捐赠决策.

１ 只公开捐款数额

在只公开捐款数额的条件下,由于无论捐款数额多少都不会带来声誉价

值,也不会改变个人的声誉价值,即R a,m１;M( ) ＝０,∂Ra,m１;M( )

∂a ＝

r (m１;M)＝０.因此,参与捐款的个人最优捐款数额为:

a∗ m１;M( ) ＝v,当m＝m１时． (４)
也就是说,在只公开捐款数额的情况下,由于他人无法观察到捐赠者个

人的捐款数额,所以捐赠者并没有动机超出利他行为的内在价值 (v)做出捐

款.此时,个人的捐赠效用为:U a∗ ,m１;M( ) ＝v２/２,个人选择不参与捐

赠的效用为:U ０;M( ) ＝０.

５ 为了与以往有关慈善捐赠行为动机的理论相一致,以及模型简化起见,我们将慈善捐赠的效用函数

主体设定为线性加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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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贝叶斯纳什均衡的博弈中,如果捐款的内在价值为v
︿
的捐赠者决

定 (不)参与捐款,那么所有内在价值v＞v
︿ (v＜v

︿)的捐赠者也都会 (不)
参与捐款.考虑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与不参与捐款无差异时的条件求解:

U a∗ ,m１;M( ) ＝U ０,m１;M( ) ,得到此条件下的v 值为:v m１{ }

０∣m１ ＝０.因

此,只要捐款对于个人的内在价值v＞v m１{ }

０∣m１ ,便会决定参与捐款,且最优捐

款数额a∗ m１;M( ) ＝v.这也表明在只公开捐款数额组中,会有较多捐赠者

决定参与捐款.

２ 只公开捐赠者姓名

在只公开捐赠者姓名的条件下,捐款数额的多少都不会改变个人的声誉

价值,R a,m２;M( ) ≡R m２;M( ) ,
∂R a,m２;M( )

∂a ＝r m２;M( ) ＝０,

决定参与捐款的个人最优捐款数额为:

a∗ m２;M( ) ＝v,当m＝m２,　 且a≥a时;　　 　　 (５)

a∗ m２;M( ) ＝v＋ø,当m＝m２,且０＜a＜a时．　　 　 (６){
此时,个人的捐赠效用为:

U a∗ ,m２;M( ) ＝v２/２＋R a∗ ,m２;M( ) ,当a≥a时;

U a∗ ,m２;M( ) ＝ v( ２－ø２)/２＋R a∗ ,m２;M( ) － a－v－ø( )ø,当{
０＜a＜a时．

由于R a∗ ,m２;M( ) ＞R ０,m２;M( ) ,那么,在a∗ ≥a时,捐赠者决

定参与捐款的严格条件为v＞０;在０＜a∗ ＜a时,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的严

格条件为v＞ ２aø－ø.可见,当人们认为可以接受公开表扬的捐款数额

(a)较大时,会有很多人决定不参与捐款.
再考虑只公开捐款者姓名的情况下,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与不参与捐款

之间无差异时的个人捐款内在价值,即求解U a∗ ,m２;M( ) ＝U (０,m２;

M)时的v m２{ }

０ :

v m２{ }

０ ＝ －２γμ,　　 　　当a∗ ≥a时;　 　 　　　 (７)

v m２{ }

０ ＝ ２ (aø－γμ)－ø,当０＜a∗ ＜a时．　　　 　 (８){
因此,在 第 一 种 情 况 下,捐 款 对 捐 赠 者 的 内 在 价 值 v ≥v m２{ }

０∣m２ ≡
　　　　　max minv m２{ }

０ ,０{ },a{ }时,会参与捐款,且a∗ m２;M( ) ＝v.在第二种情

况下,当捐款对个人的内在价值v m２{ }

０∣m２ ≡minv m２{ }

０ , ２aø－ø{ } ≤v＜a－ø
时,才会考虑参与捐款,且a∗ m２;M( ) ＝v＋ø.显然,当个人的意愿捐款数

额小于人们认为可以受到公开表扬的捐款数额时,捐赠者更可能会考虑不参

与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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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

在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条件下,捐款对于每位捐赠者的内在价值可以完

全被其他人知晓,即R a,m３;M( ) ＝γv.参与捐款的个人最优捐款数额为:

a∗ m３;M( ) ＝v＋γ,当m＝m３,　 且a≥a时;　　　　 (９)

a∗ m３;M( ) ＝v＋γ＋ø,当m＝m３,且０＜a＜a时． 　　 (１０){
此时,个人的捐赠效用为:

U a∗ ,m３;M( ) ＝ v( ２－γ２)/２＋R a∗ ,m３;M( ) ,当a≥a时;

U a∗ ,m３;M( ) ＝ v[ ２－(γ＋ø)２]/２＋R a∗ ,m３;M( ) － [a－ (v＋{
γ＋ø)]ø,当０＜a＜a时．

在a∗ ≥a时,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的严格条件为v＞γ;在０＜a∗ ＜a时,

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的严格条件为v＞ γ２＋２aø－ø.可见,当人们认为可

以接受公开表扬的捐款数额 (a)较大时,会有很多人考虑不参与捐款.
考虑捐赠者决定参与捐款与不参与捐款两种情况下没有差异时的v 值,

即求解U a∗ ,m３;M( ) ＝U ０,m３;M( ) 时的v m３{ }

０ :

v m３{ }

０ ＝ ２－１( )γ,　　　　　　　　　当a∗ ≥a时;　　 (１１)

v m３{ }

０ ＝ ２γ２＋２ø (a＋γ)－ γ＋ø( ) ,当０＜a∗ ＜a时．　 (１２){
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内在价值v≥v{m３}

０∣m３ ≡max {min {v{m３}
０ ,γ},a－

γ}时,捐赠者会决定参与捐款,且a∗ m３;M( ) ＝v＋γ.在第二种情况下,

捐款对捐赠者的内在价值v m３{ }

０∣m３ ≡minv m３{ }

０ , γ２＋２aø－ø{ } ≤v＜a－γ－ø

时,会决定参与捐款,且a∗ (m３;M)＝v＋γ＋ø.显然,第二种情况下捐

赠者的内在捐赠动机范围更小,捐赠者更可能会决定不参与捐款.
只公开捐款数额、只公开捐赠者姓名、实名公开捐款数额三个实验局之

间,决定 参 与 捐 款 的 捐 赠 者 最 优 捐 赠 数 额 大 小 依 次 为:a∗ m３;M( ) ＞
a∗ m２;M( ) ＞a∗ m１;M( ) ,即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参与捐款的捐赠者平均

捐款数额是三组中最大的;匿名捐款数额组参与捐款的捐赠者平均捐款数额

是三组中最小的.

４ 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

在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是在完成捐款后,再选择

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首先,捐赠者在做出捐款决策时,是否捐款无差异

情况下的v m０{ }

０∣m１,m３＝０.６因此,只要捐款对于个人的内在价值v＞０,便会选择

参与捐款,且最优捐款数额a∗ m０;M( ) ＝v.
之后,捐赠者需要选择是实名公开还是匿名公开之前自己的捐款数额

６ m０表示实验员未告知捐赠者任何有关是否需要公开捐赠信息事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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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数额为０的捐款).此时,M＝ m１,m３{ },个人选择只公开捐款数额的

效用为:

U a∗ (m０;M),m１; m１,m３{ }( ) ＝v２/２＋vø． (１３)
个人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效用为:

U a∗ ,m３; m１,m３{ }( ) ＝v２/２＋γv,　　 　　当a≥a时;　 (１４)

U a∗ ,m３; m１,m３{ }( ) ＝v２/２＋γv－ a－v( )ø,当０＜a＜a时．７ (１５){
通过式 (１３)和式 (１５),可以解出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与选择匿名公

开捐款数额无差异情况下,捐款的内在价值v{m１,m３}
m１∣m３

＝
aø
γ

(０＜a∗ ＜a),v＞

v{m１,m３}

m１∣m３
的捐赠者就会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这说明,在个人意愿的捐款数

额低于人们认为的可以公开接受表扬的捐款数额,从而产生羞愧感的情况下,

个人的羞愧感 (aø)越强,就越不可能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此外,当

a∗ ≥a且ø≥γ 时,捐赠者都会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当a∗ ≥a且ø＜γ 时,
捐赠者都会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这说明,当个人意愿的捐款达到一定数

额以上时,若匿名公开捐款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强于实名公开捐款带来的声誉

动机作用,则捐赠者会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若匿名公开捐款带来的心理

满足感低于实名公开捐款带来的声誉动机作用,则捐赠者会选择实名公开捐

款数额.

５ 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

在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实验组 m４{ } 中,不论捐赠者是否捐款,他

们的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都会被公开.因此,该实验组中选择不参与捐款

的捐赠者个人效用为:

U ０,m４;M( ) ＝R ０,m４;M( ) －aø． (１６)

由R a∗ ,m４;M( ) ＞R ０,m４;M( ) ,在a∗ ≥a时,捐赠者选择参与捐

款的严格条件为v＞ γ２－２aø;在０＜a∗ ＜a时,捐赠者选择参与捐款的严

格条件为v＞γ－ø.再考虑捐赠者在选择捐款与拒绝捐款无差异条件下,求

解U a∗ ,m４;M( ) ＝U ０,m４;M( ) 时的v m４{ }

０ ,进而得到

v m４{ }

０ ＝ ２γE [v∣v≤v m２{ }

０ ]－aø＋γ２( ) －γ,当a∗ ≥a时;

v m４{ }

０ ＝ ２γγ＋ø＋E [v∣v≤v m２{ }

０ ]( ) － γ＋ø( ) ,当０＜a∗＜a时．{
在第 一 种 情 况 下,捐 款 的 内 在 价 值 v ≥v m４{ }

０∣m４ ≡ max minv m４{ }

０ ,{{

７ 捐赠者在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情况下:若主动选择实名,捐赠者会因为自己的捐款数额

太小,而产生羞愧感;若主动选择匿名,则会因为自己的举动产生内心的满足感,捐款数额越高,这

种满足感会越强烈.我们将这两种心理感受简化为同一参数ø 来刻画,其中一种为心理成本,一种为

心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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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２－２aø},a－γ}时,捐赠者会选择参与捐款,且a∗ m４;M( ) ＝v＋γ.在

第二种情况下,捐款对捐赠者的内在价值v m４{ }

０∣m４ ≡minv m４{ }

０ ,γ－ø{ } ≤v＜a－
γ－ø 时,会选择参与捐款,且a∗ m４;M( ) ＝v＋γ＋ø.比较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组 m３{ }和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 m４{ },当aø 很大时,即捐赠者因

为个人捐款数额太少而接受公开表扬所造成的愧疚感越大,强制性实名公开捐

款数额组中的捐赠者越不可能不参与捐款 (v m４{ }

０ ＜v m３{ }
０ ),特别是在０＜a＜

a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参与捐款的捐赠者比例

比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更高.
此外,参与捐款的捐赠者最优捐款数额大小排序如下:a∗ (m４;M)＝

a∗(m３;M)＞a∗(m２;M)＞a∗ (m１;M),即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

均捐款数额在所有实验组中是最高的.

６ Matlab数值模拟

表１给出了基于捐赠信息公开下捐赠行为理论模型的设定,各参数变化

条件下的数值计算结果.８其中,第 (１)列是我们通过设置和调整相关参数大

小 (ø＝４５,a＝１５,γ＝３５),所得到的与本实验结果 (包括各实验组中被

试参与捐款的人数比例、平均捐款数额和参与捐款的被试平均捐款数额)在

整体上相吻合的数据.９这表明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在

实验中所发现的被试捐赠行为规律:人们对于在特定情境下应该做多少数额

的捐款会有一些共同默认的社会规范,如拿出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半收益

(３０/２＝１５元)去捐款１０.若少于这个数额的捐款被实名公开并接受表扬,会

让捐赠者感到羞愧,甚至导致人们宁愿不参与捐款.同时,实名公开捐赠信

息给人们带来的声誉动机作用,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捐赠者原本意愿的捐

款数额.
第 (２)列可以提供的信息是,当不存在有关捐赠信息公开的默认社会规

范 (a)、不存在未达到这一规范所可能产生的羞愧感 (ø),以及不存在实名

公开捐款数额可以带来的声誉动机作用 (γ)时,各种捐赠信息公开的条件

(不论是只公开捐款数额、只公开捐赠者姓名、公开捐赠者姓名和捐款数额、
可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还是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都不会影响到捐

赠行为 (包括参与捐款的人数比例和平均捐款数额).

８ 这一计算结果所使用到的 Matlab代码可向作者索取.
９ 我们利用t检验证实了数值计算中所估计的各实验组参与捐款的比例与实验中所得到的各组参与捐

款比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０９８９),以及数值计算中估计的各实验组平均捐款数额与实验中所

得到的各组平均捐款数额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p＝０３４９２).
１０ 这一数值模拟结果也非常吻合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提议者一般会将４０％－５０％的初始禀

赋给予响应者 (Smith,１９６２;Rothetal．,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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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捐赠信息公开下捐赠行为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设定v~N (μ,σ２),其中μ＝９５、σ＝１０)１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参数

　ø ４５０ 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０ １０ ４５０ ４５０

　a １５ ０ 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γ ３５０ 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１ ７

结果

　v m１{ }

０∣m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v m２{ }

０∣m２ ３７７６５ ０ ２２０８２ ６１５３６ ０ ５２８０７ ６２７０３ －３０８５８

　v m３{ }

０∣m３ ５８２０３ ０ １４４９７ ７３６２３ １４４９７ ６３６２０ ６５８３０ ５７０４７

　v m０{ }

０∣m１,m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v{m１,m３}
m１∣m３ １９２８５７ － ６４２８６ ２５７１４３ ０ ４２８５７ ６７５００ ９６４２９

　v m４{ }

０∣m４ －８０００ ０ －８ －８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３５０ －５５００ －１１５０

参与捐款

的被试比例

　公开数额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公开姓名 ０７１６ ０８２９ ０７６７ ０６３１ ０８２９ ０６６３ ０６２７ ０８９６

　公开姓名

　和数额
０６４４ ０８２９ ０７９０ ０５８５ ０７９０ ０６２３ ０６１５ ０６４８

　可选择实

　名公开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选择匿名

　捐款
０６６５ － ０６２１ ０７７６ ０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９ ０４９４

　选择实名

　捐款
０１６４ － ０２０８ ００５２ ０８２９ ０ ０ ０３３５

　强制性实

　名公开
０９６０ ０８２９ ０９６０ ０９６０ ０９０３ ０９８９ ０９３３ ０９８２

平均捐

款额 (元)

　公开数额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公开姓名 １２１９５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００５ １１３０８ １０４１６ １５３２８ ９７４０ １２１９５

　公开姓名

　和数额
１２０９４ １０４１６ １２７６７ １１５００ １３１５０ １２７６７ １０２７８ １３７４５

　可选择实

　名公开
９００６ １０４１６ １１６３１ ９５９５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０２ １０４１６ １２２６５

１１ μ＝９５、σ＝１０的设置接近于无任何信息公开要求下 (基准组)个人的平均捐款数额和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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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强制性实

　名公开
１７６６２ １０４１６ １７６６２ １７６６２ １３４５５ ２３０３７ １５２９３ ２１０６５

参与捐款的

被试平均捐

款额 (元)

　公开数额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２５６５

　公开姓名 １７０２２ １２５６５ １３０４３ １７９２０ １２５６５ ２３１０３ １５５４３ １３６１２

　公开姓名

　和数额
１８７９３ １２５６５ １６１６９ １９６７０ １６６５４ ２０４８７ １６７１９ ２１２１７

　可选择实

　名公开
１０８６５ １２５６５ １４０３２ １１５７５ １６０６５ １２５４８ １２５６５ １４７９６

　选择匿名

　捐款
９６０４ － ３４２７ １１３９２ － １２５４８ １２５６５ ５１７２

　选择实名

　捐款
１５９８２ － １７５９１ １４２９３ １６０６５ － － ２１３１２

　强制性实

　名公开
１８３９９ １２５６５ １８３９９ １８３９９ １４８９７ ２３２８６ １６３８８ ２１４４８

　　注:模型中的参数分别代表以下含义:ø为实名公开捐款数额带来的羞愧感;a为公众心中认为可

以接受公开表扬的捐款数额;γ 为声誉动机作用;v m１{ }

０∣m１
、v m２{ }

０∣m２
、v m３{ }

０∣m３
、v m０{ }

０∣m１,m３
以及v m４{ }

０∣m４
分

别是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只公开姓名组、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强

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个人在选择捐款与选择不捐款无差异情况下的内在捐赠动机.v{m１,m３}
m１∣m３

则是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与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无差

异情况下的内在捐赠动机.

用第 (１)列与第 (３)列、第 (４)列数据进行比较:在其他参数不变的

情况下,一方面,在可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a越小,选择实名公开捐

款数额的人会越多,但同时选择匿名的捐款人平均捐款数额会越低;a越大,
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人会越少,但同时选择匿名的捐款人平均捐款数额

会越高.这表征的是不同捐赠意愿的个人的自我选择过程,即个人意愿捐款

的数额若超过人们公认可以接受表扬的捐款数额,就会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

额;若低于这一捐款数额,就会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

另一方面,在只公开姓名、公开姓名和捐款数额情况下,a越小,人们选

择参与捐款的人数比例就越高;a越大,人们选择参与捐款的人数比例就越

低.这意味着人们公认的社会规范标准越高 (可以接受公开表扬的捐款数

额),越是会阻碍更多本身捐赠意愿并不强的人参与到捐赠中来.
比较第 (１)列和第 (５)列及第 (６)列,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可

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ø 越大,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人会越少;ø
越小,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人会越多.这是表示,如果选择公开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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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低于人们公认的社会规范标准而因此感受到的羞愧感越强烈,就越不可

能选择实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反之则反是.此外,在所有涉及需要公开

姓名的条件组中 (只公开捐赠者姓名组、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强制性实名

公开捐款数额组),参与捐款的被试平均捐款数额都会随着ø 变小而变小,随

着ø 变大而变大.这一结果说明的是,当ø 越大时,那些个人意愿的捐款数

额小于公认社会规范标准的人就越不可能参与捐款,反之亦然.
最后比较第 (１)列和第 (７)列及第 (８)列的数据差别,在其他参数不

变的情况下,改变γ 的大小.可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γ 越大,选择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人会越多;γ 越小,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人会越少.
这里所表征的含义是:实名公开捐款数额所能带来的声誉动机作用越大,已

经完成捐款的人在选择是否愿意公开姓名时,就越可能选择实名公开自己的

捐款数额.此外,在所有涉及需要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条件组中 (实名公开

捐款数额组、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参与捐款的被试平均捐款数额都

会随着γ 变小而变小,随着γ 变大而变大.说明了实名公开捐款数额所能带

来的声誉动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那些愿意参与捐款的被试提高他

们的捐款数额.

四、实验设计

为了在保证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前提下,检验前述理论模型所预测的

结论,考察各种捐赠信息的公开条件对于个人捐赠行为的直接作用,更真实

地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慈善捐赠行为决策,我们利用真实的慈善捐赠活

动开展了不同条件下的自然田野实验 (HarrisonandList,２００４).具体来说,
本研究的实验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慈善募捐活动 “筑巢行动”１２的框架

来募集善款,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２３日在浙江大学

紫金港校区内开展.整个实验包括五个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的实验局,由

１２名 (人次)实验员共同完成.实验所涉学生１０００余名,其中有２６２名被

试完整参与了本实验,总捐款数额为３１８５元.以下分别就实验过程、实验局

设计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１ 实验过程

实验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一个与捐赠无关的有偿问卷调

查活动１３,目的是为了让被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相同的初始禀赋,用于自愿

１２ “筑巢行动”是中国扶贫基金会长期运营的常规募捐项目,旨在为偏远贫困地区中小学援建学生宿

舍,解决孩子们住宿难的问题.
１３ 问卷涉及受访者对于国内外大型企业品牌、公司文化的知晓情况,以及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内容.
该问卷由优信咨询 (UniversumCommunications)公司提供,优信咨询公司每年定期在各国进行毕业

生问卷调研,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最佳雇主排名,并在各国权威网站及其他相关媒体上发布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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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二阶段的慈善募捐活动,并同时获得被试的个人特征 (包括性别、年

龄、年级、专业、家庭收入、个人花费、兄弟姐妹人数等)数据.所有被试

在决定参与第一阶段的调查前,均知晓参与问卷调查的报酬数额及所需时间,

但直到第一阶段结束并支付报酬后,我们才会询问被试是否自愿参加一个慈

善捐赠活动,在其同意参加后,实验员开始介绍第二阶段的活动.

在第一阶段的调查中,我们的实验员会通过问询语速来控制每位被试的

受调查时间均在３０分钟左右,从而保证每位被试获取３０元初始禀赋所付出

的机会成本一致.被试在完成调查问卷后,被引领到１０米外的现金管理员处

签名领取报酬.此时,另一位实验员会引领已拿好３０元报酬的被试至不远处

的捐赠点并向其介绍第二阶段的募捐活动.捐赠点放置有募捐箱１４、倡议书、

海报、募捐活动展示板等慈善募捐用具.实验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向被试介绍

此次慈善募捐活动的具体内容、捐款方式及捐赠信息公开方式,随后实验员

退出捐赠点,由被试在无任何干扰下独立完成捐款过程,被试完成捐款后自

行离开捐赠点.

实验员以路边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招募被试参与开展第一阶段的问卷调

查,总共问询１１０８人,有２８１名被试同意参与问卷调查,其中有１９名被试

收到调查报酬后因时间原因未能参加第二阶段的募捐活动.为了确保每名被

试在之后的捐赠过程中无任何干扰、独立完成捐赠决策,实验员只招募单独

行走的路人.而为了控制实验进行的节奏,实验员会尽可能保证两名被试参

与调查问卷的时间间隔多于２０分钟.

实验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进行,为了更好地减少时间等因素对不同

实验局的可能影响,实验任务的开展顺序是每完成５名同一实验局的被试,

再转换成下一个实验局,以此递推下去.实验场地分为三处,分别为问卷调

查员所在的被试填写调查问卷处,现金管理员所在的被试领取调查问卷报酬

处,募捐引导员所在的捐赠点.在实验开展过程中,三处实验员之间不能有

任何交流.

２ 实验局设计

在慈善募捐阶段,本实验包括五个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下的实验局:

只公开捐款数额组 (被试在捐款前被告知要公开捐款数额,被试可通过不参

与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只公开姓名组 (被试在捐款前被告知要公开姓

名,被试可通过不参与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 (被

１４ 捐赠点的捐款箱是密封且不透明的,被试无法观察到捐款箱内是否有其他捐款,从而避免其他人的

捐款对被试捐赠行为的影响.我们在每位被试用来装放捐款现金的信封内侧都标注有不同的数字编号,
同时问卷调查员也会对每位被试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数字编号.以此我们就可以在实验结束后,将每

位被试的捐赠情况与他们在调查问卷中所填写的个人基本特征数据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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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捐款前被告知要公开姓名和捐款数额,被试可通过不参与捐赠来避免捐

赠信息公开)、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 (被试在捐款后被告知是否要

公开捐赠信息,被试可选择是否要实名公开捐赠信息)、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组 (被试在捐款前被告知要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被试无法通过不参与捐

赠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
只公开捐款数额组.被试根据自身意愿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筑巢行动”

进行捐赠.实验员告知被试,募捐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以匿名的方式将

所有捐赠者的捐款数额公布在校内论坛的募捐宣传帖中,被试需要将自己的

捐款现金放入一个实验员准备好的信封内,并将其投入募捐箱中.
只公开姓名组.被试根据自身意愿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筑巢行动”进

行捐赠.实验员告知被试,还要在一张募捐登记卡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募捐

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将捐赠者的姓名公布在校内论坛的募捐宣传帖中.
被试需要将自己的捐款现金放入一个实验员准备好的信封内,并与填写好的

登记卡分别投入募捐箱中.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被试根据自身意愿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筑巢行

动”进行捐赠.实验员告知被试,还要在一张募捐登记卡上填写自己的姓名,
募捐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将所有捐赠者的姓名及其对应的捐款数额公布

在校内论坛的募捐宣传帖中.被试需要将捐款现金和填写好的募捐登记卡共

同放入一个实验员准备好的信封内,封好投入募捐箱中.
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首先,被试根据自身意愿对中国扶贫

基金会的 “筑巢行动”进行捐赠,被试需要将自己的捐款现金放入一个实验

员准备好的信封内并投入募捐箱中.随后,实验员在被试即将离开时告知被

试,还要在一张募捐登记卡上填写自己刚刚捐出的现金数额,以及个人姓名

或在姓名填写处画圈 (画圈代表匿名),募捐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按照募

捐登记卡上的内容,将所有捐款者的捐赠信息公布在校内论坛的募捐宣传帖

中,即被试可以选择公布自己的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也可以选择以匿名

的方式公布捐款数额.募捐登记卡填写完毕后由被试自己投入募捐箱中.
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在被试于现金管理员处签名确认收取问卷

报酬时,实验员在被试知晓的情况下将其姓名填写在登记卡上.随后,实验

员将登记卡放入信封中,被试根据自身意愿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筑巢行动”
进行捐赠,被试需要将自己的捐款现金放入已装有登记卡的信封内.实验员

告知被试,在募捐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按照募捐登记卡上的内容和信封

里的捐款数额,将所有人的姓名和对应的捐赠数额公布在校内论坛的募捐宣

传帖中.信封由被试自己封好投入募捐箱中.各实验局设计的基本信息情况

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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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实验局设计情况

实验局
捐款

数额

捐赠者

姓名

能否避免捐赠

信息公开

被试何时被告知

要公开信息的

只公开捐款数额组 要公开 不要公开 可通过退出捐赠避免 捐款前

只公开捐赠者姓名组 不要公开 要公开 可通过退出捐赠避免 捐款前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 要公开 要公开 可通过退出捐赠避免 捐款前

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组 要公开 要公开 可选择捐赠信息公开 捐款后

强制性实名公开组 要公开 要公开 强制性捐赠信息公开 捐款前

五、实验结果

１ 整体性描述

表３中给出了五个实验局的基本捐款数据.五个实验局分别招募了４３
名、４９名、４９名、７８名１５、４３名被试,分别募捐到４７０元、５５０元、５７０元、

８４９元、７４６元慈善捐款,平均捐款数额分别为１０９３元、１１２２元、１１６３
元、１０８８元、１７３５元.在所招募的被试中,每个实验局参与捐款的被试人

数分别为３６名、３４名、３２名、６６名、４０名,即参与捐款的被试比例分别为

８３７２％、６９３９％、６５３１％、８４６２％、９３０２％.参与捐款的被试平均捐款

数额分别为１３０５元、１６１８元、１７８１元、１２８６元、１８６５元.

表３　各实验局的基本数据

只公开

捐款数额

只公开

姓名

公开姓名和

捐款数额

可选择是否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

强制性实名

公开捐款数额

总被试数量 ４３ ４９ ４９ ７８ ４３

男性被试数量 ２４ ２７ ２５ ３６ ２３

总捐款数额 (元) ４７０ ５５０ ５７０ ８４９ ７４６

平均捐款数额 (元)
１０９３
(９５９)

１１２２
(１１６２)

１１６３
(１１８３)

１０８８
(１０２０)

１７３５
(９９１)

参与捐款

的被试数量
３６ ３４ ３２ ６６ ４０

参与捐款

的被试比例 (％)
８３７２ ６９３９ ６５３１ ８４６２ ９３０２

１５ 由于我们要对这一实验局进行组内检验,即比较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中,选择实名公开与

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的两个被试群体的捐赠行为数据.所以,我们有意增加了这一实验局的被试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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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只公开

捐款数额

只公开

姓名

公开姓名和

捐款数额

可选择是否

实名公开捐款数额

强制性实名

公开捐款数额

参与捐款的被试

平均捐款数额

１３０５元

(９０５)
１６１８元

(１０６６)
１７８１元

(１０１６)
１２８６元

(９８７)
１８６５元

(８９９)
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的被试数量
─ ─ ３２ １２ ４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２ 实名公开会使捐赠者产生负效用

首先,我们考察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对于被试参与捐赠的影响.从实

验的一般性数据上来看,相对于在捐赠决策时不涉及任何捐赠信息公开条件

的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来说,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只公开姓名

组中,被试参与捐赠的比例都较低 (只有６５３１％和６９３９％),而强制性实

名公开捐款数额的捐赠率则较高 (９３０２％).
因此,为了分离究竟有哪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被试是否参与捐赠的决策,

考虑慈善组织若要求捐赠者公开捐款数额、公开姓名或采取强制性公开捐赠

信息手段分别会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以可选择是否实

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作为基准组 (该组中被试在决定是否捐款前,没有接收任

何有关捐赠信息公开的信息),以各种有关捐赠信息公开的条件,包括捐款数

额公开、捐赠者姓名公开以及强制性实名公开手段作为解释变量,并在控制

被试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年龄、民族、专业、家庭收入、个人消费、兄弟

姐妹人数等)的情况下,对被试是否参与捐款做了 Probit回归分析.回归模

型如下:

P (givingi＝１)＝Φ (C＋β１numberi＋β２namei＋β３mandatoryi＋γXi＋εi)．
(１)

式 (１)的左边表示个体i 做出捐赠的概率,被解释变量是关于捐赠决策

(giving)的０－１变量,若被试做出捐赠则取值为１,不捐赠则取值为０.式

(１)右边的解释变量包括虚拟变量:是否要求公开捐款数额 (number),是否

要求 公 开 捐 赠 者 姓 名 (name), 以 及 是 否 有 强 制 性 实 名 公 开 手 段

(mandatory).Φ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X 表示性别、年龄、家庭收

入等可能会影响被试捐赠决策的个体特征,C 为常数项,ε为随机干扰项.表４
为回归结果:

表４　是否参与捐款作为被解释变量的Probit回归

解释变量 边际影响 系数 标准差

公开捐款数额 －００２８６０ －０１０６９ (０２００２)

公开捐赠者姓名 －０１３２４ －０４９４６∗∗ (０１９８８)

强制性实名公开 ０２７８４ １０４０４∗∗∗ (０３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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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边际影响 系数 标准差

性别 －００３８３９ －０１４３４ (０１９６９)

年龄 －００１５５８ －００５８２３ (００５０６)

学生干部 －０００６２７０ －００２３４３ (０１９３４)

民族 ０１９０１ ０７１０３ (０９１５１)

理科专业 －０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２２９１)

文科专业 ００５５０１ ０２１１５４ (０２３２２)

家庭月收入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００３９５３ ０１４７２ (０２７６２)

家庭月收入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 －０００４４８４ －００１５７８ (０３２４８)

家庭月收入 (２００００元以上) ０００８７４４ ００３０６２ (０５７２１)

个人月消费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００２５５３ －００９７５４ (０２３０３)

个人月消费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００６７５８ －０２４５０ (０４７０５)

兄弟姐妹人数 ００５９８２ ０２２３５ (０１６８９)

常数项 １１４０８∗∗ (１４１２９)

观察值 ２５３

PseudoR２ ００７８５

　　注:∗ 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从表４的Probit回归数据中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可能相关因素的情况

下,要求公开捐赠者姓名的方式会显著降低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而强制

性实名公开的手段则会显著提高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模型所估计的参数

虽然能揭示公开捐款数额、公开姓名、强制性实名公开这些因素分别会对被

试是否参与捐赠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不能完全考察有不同捐赠信息公开条件

涉及的捐赠实验组１６,相对于基准组中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故我们在回归后采用 Wald检验对特定变量系数的共同显著性进行检验,
以量化各捐赠实验组相对于基准组在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上的差别.

我们通过检验 H０:β１＝０这一假设来验证,只公开捐款数额组中被试参

与捐款可能性是否与基准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通过

检验 H０:β２＝０这一假设来验证,只公开姓名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是否

与基准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 H０:β１＋

β２＝０这一假设来验证,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与基准组

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最后检验 H０:β１＋β２＋

β３＝０这一假设来验证,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与

基准组中被试参与捐款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表５报告了 Wald
检验的结果.

１６ 如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涉及公开捐款数额和公开姓名这两个因素;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涉及

公开捐款数额、公开姓名及强制性公开信息的手段这三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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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被试是否参与捐款的回归系数 Wald检验

假设描述 Wald检验的P 值

H０:只公开捐款数额组与基准组之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

异 (β１＝０)
０５９３６

H０:只公开姓名组与基准组之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β２＝０)
００１２８

H０: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与基准组之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

差异 (β１＋β２＝０)
００２４６

H０: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与基准组之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不存

在显著差异 (β１＋β２＋β３＝０)
０２１１３

检验结果显示,由于公开捐款数额的要求不会使被试改变是否参与捐款

的决策,因此只公开捐款数额组相对于基准组来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

并没有显著差别.而由于公开捐赠者姓名的要求会使被试减少参与捐款的意

愿,因此只公开姓名组以及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相对于基准组来说,被试参

与捐款的可能性都有显著降低.此外,由于强制性公开捐赠信息的手段会使

被试提高参与捐款的意愿,从而抵消了公开姓名会使被试减少参与捐款的作

用,因此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相对于基准组来说,被试参与捐款的可

能性有所提高,但并不显著.
也就是说,仅仅是公开捐款数额并不会影响被试的捐赠行为.只有在要

求公开捐赠者姓名的情况下,被试才可能会为了避免个人姓名的公开而不参

与捐赠.此外,只公开捐赠者姓名组中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与实名公开捐

款数额组中被试参与捐款的可能性之间也并无显著差异 (Fishersexact＝
０８３０).因此,可说明捐赠者并不在意自己捐款数额的公开,而只是不愿意

自己的姓名被公开.实名公开捐赠信息意味着公开接受表扬,这可能会给一

部分捐赠者带来心理负担 (如 “愧不敢当”),从而产生负效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被试的负面效用,我们还可以分

析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被试的捐赠决策.该组中的被试在完成

捐款后,需要面对是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还是匿名公开捐款数额的选择.实验

结果表明:在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参与了捐款的被试,有绝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匿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 (５４/６６＝８１８％)１７,只有小部分

１７ 该实验局总共招募７８名被试,其中８名被试直接拒绝捐款并未配合填写募捐信息登记卡.余下７０
名被试中,有１２名被试完成捐款后,在募捐信息登记卡上填写了自己的姓名 (表示愿意实名公布自己

的捐款数额在校内论坛上).有５８名被试完成捐款后,在募捐信息登记卡上画了圈 (表示希望匿名公

布自己的捐款数额在校内论坛上).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完成捐款”指的是被试在实验员走开后,
将用来装放捐款现金的信封投入募捐箱中.但事后发现,有４名被试投入募捐箱中的信封里并无现金.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据中,有７０名被试完成了投递信封和填写登记卡的操作,但只有６６名被试实际

做出了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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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了实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 (１２/６６＝１８２％).可见,对于大部分被

试来说,实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是福利减少的 (welfareＧdiminishing).

３ 捐款数额越低,被试越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

在分析了被试参与捐款的比例这一数据后,我们还要考虑与捐款数额相

关的重要数据.我们首先检验各种捐赠信息公开条件下,参与捐款被试 (捐
赠者)平均捐款数额的大小差异.Wilcoxonranksum 检验结果表明,只公开

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额 (１３５７元)并不比基准组中捐赠者的平

均捐款数额 (１２８６元)显著更高 (p＝０７０１３);而只公开捐赠者姓名组中

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额 (１６１８元),以及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平

均捐款数额 (１７８１元),都要比基准组中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额显著更高

(p＝００７６０;p＝０００７５).

从中可以发现,被试参与捐款比例较低的实验组中,其捐赠者的平均捐

款数额却较高.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捐赠率较低的实验组中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额会更高,

我们进一步观察了基准组、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

者捐款数额的分布情况.从图２可见:匿名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捐款数额的

分布情况非常类似于基准组,两个实验组捐赠者的捐款数额大多集中于１０元

以内.而实名公开组相对于其他两组来说,捐赠者的捐款数额为１０元以下的

比例明显更低,捐款数额在３０元以上的比例更高.也就是说,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组中有一部分原本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在得知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

对应的捐款数额时,要么选择了退出捐款,要么提高了捐款.而退出捐款的

选择这一推断也正是与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被试参与捐款比例较低的实验

结果相一致.即对于某些被试来说,宁愿不参与捐赠,也不愿意实名公开自

己的捐赠信息.我们的猜测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 “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

观念,使得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会认为在学校论坛上实名公开自己的捐赠信

息并接受表扬会有所惭愧.

如上述分析,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均捐款数额与捐款数额分布之所

以不同于基准组,一方面是因为原本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由于不愿意实

名公开捐款信息而退出了捐款,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部分被试提高了

自己原本意愿的捐款数额.因此,以上数据分析仍无法完全证明在实名公开

捐赠信息的要求下,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会因为不愿意实名公开捐赠信息而

退出捐赠,从而导致该组捐赠者的捐款数额普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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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实验组 (基准组、匿名公开组、实名公开组)的捐赠者

捐款数额累积分布函数

为此,我们再对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有着不同捐赠决策

的被试捐款情况进行考察.如果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对于实名公开捐赠信

息 (接受公开表扬)确实会感到惭愧的话,那么在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

数额组中,捐款数额较高的捐赠者就会更多地选择实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
而捐款数额较低的捐赠者会更多地选择匿名公开自己的捐款数额.实验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判断,选择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的被试平均捐款额 (１５９２元)要

比选择匿名公开捐款数额的被试平均捐款额 (１２１８ 元)显著更高 (t＝
３５８６４,p＝０００４３).

综合以上论证内容和结果,可得到的完整逻辑是: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
使得捐款数额较低的被试感到惭愧,产生心理上的负效用,从而宁愿通过退

出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的公开.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

捐赠行为的 “筛选”效应.而实际上除了 “筛选”效应以外,我们还发现了

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捐赠行为的另一重要效应,即 “提拔”效应.

４ 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提拔”效应

我们关心在被试被要求实名公开捐赠信息时,如果被试无法通过退出捐

款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强制性实

名公开捐款数额的实验组.在该组中,所有被试都无法通过退出捐款来避免

自己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这一设计与以往有关捐赠信息公开下的实验室实

验 (AndreoniandPetrie,２００４;KarlanandMcConnell,２０１４)以及在他人

观察下的捐赠田野实验 (Soetevent,２００５;Linardiand McConnell,２０１１)
所达到的实验效果是相同的.即不论被试是否愿意,他们的捐赠信息都会被

公开或被其他人观察到.在这一实验条件下,我们的实验结果也得到了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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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实验研究相一致的结论: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均捐款数额和捐

赠比例都明显要多于或高于其他实验组 (如图３).

图３　各实验局的平均捐款数额和被试参与捐款的比例

我们对实验数据的具体检验结果如下: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

均捐款数额 (１７３５元)要比基准组 (即可选择是否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的

平均捐款数额 (１０８８元)显著更高 (p＝００００１).而其他设计都无法显著

提高被试的平均捐款数额:只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均捐款数额 (１０９３元)不

比基准组的平均捐款数额显著更高 (p＝０９８４９);只公开姓名组的平均捐款

数额 (１１２２元)不比基准组的平均捐款数额显著更高 (p＝０８２９９);实名

公开捐款数额组的平均捐款数额 (１１６３元)也不比基准组的平均捐款数额显

著更高 (p＝０８０８５).
对于被试而言,往往是先决定选择是否捐款,然后才会决定捐款数额.

因此要探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平均捐款数额的提

高,需要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利用 Heckman (１９７９)两阶段法

分析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对捐款数额的影响:第一阶段分析捐赠信息的实名

公开对个人决定是否捐赠的影响;第二阶段个人决定捐赠后,考察捐赠信息

的实名公开对捐款数额的影响.
第一阶段,采用二值Probit模型考虑个人是否捐赠的决策.

Yi１＝Xi１δ１＋α＋ε１i, (２)
其中,是否选择捐赠的Yi１是由可观测的相关变量Xi１和不可观测的变量α 共

同决定的.如果个人选择捐赠,则Yi１＝１;否则,Yi１＝０.其中,Xi１为第i

个样本个体的特征变量,ε１i是误差项.根据式 (２)得到估计值δ
︿
１,然后对每

个i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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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i＝ϕ(Xi１δ
︿
１)

φ(Xi１δ
︿
１)

, (３)

其中,ϕ(Xi１δ
︿
１)和φ(Xi１δ

︿
１)分别表示以Xi１δ

︿
为变量的标准正态分布的密

度函数和累积密度函数.
第二阶段,利用决定捐赠的个人捐赠数额的样本,即Yi１＝１的观测数据,

加入逆米尔斯比率,做如下 OLS回归:

Yi２＝Xi２δ２＋α２iλi＋u２i (４)
其中,Yi２是第二阶段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个人的捐赠数额水平.第二

阶段的解释变量Xi２是第i个样本个体的特征变量,这里的变量Xi２都包含在

Xi１中,个人捐赠水平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是个人是否捐赠决策方程中解释变量

的严格子集,u２i是误差项.
其中,强制性实名公开变量会改变个人是否捐赠的决策,但无法影响捐

赠者 (已决定捐赠的人)的捐款数额.如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平

均捐款数额 (１７８１元)相较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平均捐款

数额 (１８６５元)就无显著差异 (p＝０５８９０).
表６第一阶段捐赠参与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公开捐赠姓名的要求会降低

人们参与捐赠的概率,而强制性实名公开的要求则会提高人们参与捐赠的可

能性.如前所述,这一结果说明捐赠意愿较低的个人可能会通过退出捐赠来

避免捐赠信息公开,而强制性实名公开捐赠信息使得这部分人群无法避免捐

赠信息公开,从而提高了人们参与捐赠的比例.

表６　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Probit模型 第二阶段:OLS估计

个人决定是否捐赠 (全部样本) 个人捐赠数额 (决定捐赠样本)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公开捐款数额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２ １２４１ １４７９

公开捐赠姓名 －０５０７∗∗∗ ０１９１ ４３１８∗∗∗ １５５１

强制性实名公开 １０８７∗∗∗ ０３３２ － －

常数项 １０１７∗∗∗ ０１５４ １３４５９∗∗∗ １９５５

逆米尔斯比率 (λ) － － －２６２５ ５０７３

观察值 ２６２ ２０７

Loglikelihood －１２６６１３ －８９０２３６

　　注:∗ 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第二阶段捐赠者捐款线性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公开捐赠姓名的要求会

显著提高捐赠者的捐款数额.结合两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强制性公开的要求

(无法通过退出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公开)首先提高了个人决定参与捐赠的比

例,而在决定了参与捐赠的人群中,公开捐赠姓名又会使得个人提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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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数额.
因此,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所引致的声誉动机,会促进个人捐赠行为,

提高平均捐款数额.我们把这一机理称为捐赠信息实名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提拔”效应.１８进而证实在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平均捐款数额要

显著高于基准组来源于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一种是 “筛选”效应,捐款数

额较低的被试会因为不愿意实名公开捐赠信息,而通过不参与捐款来避免捐

赠信息公开,从而提高了参与捐款被试的平均捐款数额.另一种是 “提拔”
效应,即决定参与捐赠的被试会因为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这一安排而提升其

原本意愿的捐款数额.强制性实名公开的设计,则相当于 “禁用”了被试通

过退出捐款来避免信息公开的渠道,“筛选”效应消失.因此捐款数额较低的

被试也只有通过提高自己原本意愿的捐款数额,来避免捐款数额较低的这一

信息被实名公开而带来的羞愧感.

５ 倾向值匹配分析

为排除可能的选择性偏误 (selectionbias)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利用

倾向值匹配法 (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进一步验证公开姓名所产

生的 “筛选”和 “提拔”效应,对捐赠行为产生的作用是外生于社会特征因

素的.首先,以基准组中的被试作为样本,使用 Probit模型结合可能与捐赠

行为相关的社会特征因素１９,来预测被试参与捐赠的概率 (见表７).

表７　预测倾向值的Probit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值

性别 －００３０００ ００８７３４ －０３５

年龄 ０００３１８４ ００２１９２ ０１５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１１７３ ００６０９４ ００２

个人消费水平 －００２２６２ ００８４０１ －０２７

城市户口 ００７１０７ ０９７４７ ０７５

兄弟姐妹个数 ０１２７８ ００９７４７ １７０∗

观察值＝７６

PseudoR２＝００６９８

Loglikelihood＝－３０８３３７

　　注:回归结果是边际效应.∗ 表示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示５％水平上显著;∗∗∗ 表在１％水平上

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系数,可计算出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实名公开组中每名被

试的倾向值得分,即给定每名被试的个人社会特征,从而预测他们参与捐款

１８ 由于强制性实名公开捐款数额这一设计,是通过刻意使得被试无法避免捐赠信息公开来达到促进捐

赠行为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这一作用有拔高、提升之意.
１９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家庭收入、个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

的捐赠决策和水平 (Schlegelmilchetal．,１９９７;Rooneyetal．,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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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在个人内在捐赠意愿与个人社会特征相关的前提条件下,这里的倾

向值得分可理解为个人捐赠意愿的代理变量.
图４显示了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的捐款

数额与倾向值得分之间的关系.与实名公开捐赠信息会带来 “筛选”效应与

“提拔”效应的假设一致.在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确实只有很少的低倾向

值得分 (＜０７５)的捐赠者参与了捐款,且高倾向值得分 (≥０７５)的捐赠

者的捐款数额普遍较高.经过检验我们也发现,捐赠者的捐款数额与倾向值

得分确实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Spearmantest,p＝００７５２).

图４　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捐赠者捐款数额与

倾向值得分的关系２０

为更准确地论证结果,我们基于被试的倾向值得分进行了匹配,即选取

只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个体社会特征相似 (倾向值得分

相近)的被试,对他们的捐赠行为进行比较２１.每１名只公开捐款数额组中的

被试,匹配４名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个体社会特征最相似的被试,反之亦

然.这里的相似性程度就是由模型所估计的倾向值得分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
那么,关于实名公开对每位被试的捐赠行为产生的平均作用,就可以通过比

较每一名被试的平均捐款数额与所匹配被试的平均捐款数额来计算:

θ
︿
a ＝

１
N

[∑
i∈Public

ai－a
︿
i( ) ＋ ∑

i∈Anon

(a
︿
i－ai)], (５)

其中,N 指的是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和只公开捐款数额组中参与捐款的被试

总人数.通过计算得到实名公开对个体捐赠行为的平均处理效果的估计值为

５３７５元 (p＜００５).这意味着,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的被试相对于只公

２０ 图中被试均为参与了捐款的捐赠者.
２１ 这一方法最早来自 RosenbaumandRubin (１９８３)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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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捐款数额组中具有相似个体社会特征的被试,平均捐款数额更大.这当然

也包括了实名公开捐款数额组中具有低捐赠意愿的被试更多地退出捐款所带

来的效应 (即 “筛选”效应).而对于高倾向值得分 (≥０７５)的捐赠者 (子
样本)来说,实名公开对个体捐赠行为作用的估计值为５０４８元 (p＜００５).
这表明,实名公开捐款数额会使得具有高捐赠意愿的捐赠者增加自己的捐款

数额 (即 “提拔”效应).

六、结　　语

通过 Matlab数值模拟、自然田野实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我们一一分

析并验证了文中所构建的有关捐赠信息公开下捐赠行为模型的理论预测及其

稳健性.我们发现,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会对捐赠行为产生两种作用:第一

种作用是 “筛选”效应,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人,会因为要公开姓名,接受

公开表扬而感到惭愧.他们因此会通过不参与捐赠来避免捐赠信息的实名公

开.第二种作用是 “提拔”效应,意愿捐款数额较高,决定参与捐赠的人,
会因为要公开姓名和对应的捐款数额,引致声誉动机,从而提高自己原本意

愿的捐款数额.

２０１３年公益慈善政策改革在扶持民间公益组织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推出了允许公益慈善组织直接登记注册的改革政策.可以

预见的是,放松对民间慈善组织的行政管制将很快带动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

和慈善募捐活动的日益市场化.官方动员式的慈善募捐方式会逐渐被各种慈

善捐赠激励机制所取代,个人小额日常捐赠将成为捐赠市场的主要来源.因

此,如何根据不同类型捐赠者的动机偏好,在各种条件环境下,设计合理、
有效的慈善募捐方式和激励机制,就成为今后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参与者和研

究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而本文有关各种捐赠信息公开条件对于不同捐赠

意愿的捐赠者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则正是在这个主题方向上的尝试.
我们的研究结论对现实慈善捐赠实践的启示至少在于:街头募捐活动或

公共场所设置的募捐箱以及网络媒介 (如 “轻松筹”)中不支持匿名捐款的

模式,无形中所引致的捐赠信息实名公开,可能会使得一部分原本打算捐款

的民众放弃捐赠,从而导致捐赠的参与程度不高.那么如果能设法使民众对

于实名公开捐赠信息不再产生羞愧感,或使得民众无法通过退出捐赠来避免

捐赠信息公开,捐赠信息的实名公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捐赠行为,提高

民众的平均捐款数额.
当然,本文还是有不足之处和未来改进的研究空间,如我们没有对捐款

数额较低的被试在捐赠信息实名公开下产生的羞愧感给出科学的解释和相关

的心理机制.我们也还未细分不同偏好动机的捐赠者,并给出更为具体的募

捐激励机制.我们的模型还未考虑定向捐赠和突发事件的捐款以及一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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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 (如企业家和明星等)的捐赠动机２２.而针对中国人传统的 “做好事不留

名”的文化特征,我们今后还可以在本文研究基础上进行东西方跨文化的比

较研究,从而得到更为稳健或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１] Andreoni,J．,“GivingwithImpureAltruism:ApplicationstoCharityandRicardianEquivalence”,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１９８９,６,１４４７．
[２] Andreoni,J．,“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to Public Goods:A Theoryof WarmＧGlow

Giving”,EconomicJournal,１９９０,８３,４６４Ｇ４７７．
[３] Andreoni,J．,andR．Petrie,“PublicGoodsExperimentsWithoutConfidentiality:AGlimpseinto

FundＧRaising”,JournalofPublicEconomics,２００４,７,１６０５Ｇ１６２３．
[４] Ariely,D．,A．Bracha,andS．Meier,“Doing GoodorDoing Well? Image Motivationand

MonetaryIncentivesinBehavingProsocially”,AmericanEconomicReview,２００９,９９,５４４Ｇ５５５．
[５] Becker,G．,“A TheoryofSocialInteractions”,Journalof PoliticalEconomy,１９７４,８２,

１０６３Ｇ１０９３．
[６] Bénabou,R．,andJ．Tirole,“WillpowerandPersonalRul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２００４,１１２ (４),８４８Ｇ８８６．
[７] Bénabou,R．,andJ．Tirole,“IncentivesandProsocialBehavior”,AmericanEconomicReview,

２００６,９６ (５),１６５２Ｇ１６７８．
[８] Bernheim,D．,“ATheoryofConform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１９９４,１０２,８４１Ｇ８７７．
[９] Bohnet,I．andB．S．Frey,“TheSoundofSilenceinPrisonersDilemmaandDictatorGames”,

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１９９９,３８ (１),４３Ｇ５７．
[１０]Croson,R．andJ．Shang,“LimitsoftheEffectofSocialInformationontheVoluntaryProvisionof

PublicGoods:EvidencefromFieldExperiments”,EconomicInquiry,２０１３,１,４７３Ｇ４７７．
[１１] Dawes,R．M．,and R．H．Thaler, “Anomalies:Cooper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１９８８,２ (３),１８７Ｇ１９７．
[１２]Frey,B．S．,andS．Meier,“ProＧSocialBehaviorinaNaturalSetting”,JournalofEconomic

BehaviorandOrganization,２００４,１,６５Ｇ８８．
[１３]Glazer,A．,and K．A．Konrad,“A SignalingExplanationforCharity”,AmericanEconomic

Review,１９９６,８６,１０１９Ｇ１０２８．
[１４]Guzmán,A．,C．VillegasＧPalacio,andC．Wollbrant, “SocialInformationandCharitableGiving:

AnArtefactualFieldExperimentwithYoungChildrenandAdolescents”,WorkingPapersinEcoＧ

nomics(No．５６４),UniversityofGothenburg,２０１３．
[１５]Harbaugh,W．T．,“ThePrestigeMotiveforMakingCharitableTransfers”,AmericanEconomic

Review,１９９８,８８,２７７Ｇ２８２．
[１６]Harrison,G．W．,andJ．A．List,“FieldExperiment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２００４,

４２ (４),１００９Ｇ１０５５．
[１７]Heckman,J．,“SampleSelectionBiasasaSpecificationError”,Econometrica,１９７９,４７ (１),

１５３Ｇ１６１．

２２ 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指出的理论模型未来可以扩展的方向.



第４期 罗　俊等: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 “筛选”与 “提拔”效应 １２３７　

[１８]Karlan,D．,andM．A．McConnell,“HeyLookatMe:TheEffectofGivingCirclesonGiving”,

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２０１４,１０６,４０２Ｇ４１２．
[１９]Lacetera,N．andM．Macis, “DoAllMaterialIncentivesforProＧSocialActivitiesBackfire? The

ResponsetoCashandNonＧCashIncentivesforBloodDonations”,JournalofEconomicPsycholＧ

ogy,２０１０,３１ (４),７３８Ｇ７４８．
[２０]Landry,C．E．,A．Lange,J．List,M．Price,andN．Rupp, “TowardanUnderstandingofthe

EconomicsofCharity:Evidencefrom aFieldExperiment”,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

２００６,１２１ (２),７４７Ｇ７８２．
[２１]Linardi,S．andM．A．McConnell,“NoExcusesforGoodBehavior:VolunteeringandtheSocial

Environment”,JournalofPublicEconomics,２０１１,９５ (５),４４５Ｇ４５４．
[２２]Reinstein,D．,andG．Riener, “ReputationandInfluenceinCharitableGiving:AnExperiment”,

TheoryandDecision,２０１２,７２ (２),２２１Ｇ２４３．
[２３]Ribar,D．C．,andM．O．Wilhelm,“AltruisticandJoyＧofＧGivingMotivationsinCharitableBehavior”,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２００２,１１０ (２),４２５Ｇ４５７．
[２４]Rooney,P．M．,D．J．Mesch,W．Chin,andK．S．Steinberg,“TheEffectsofRace,Gender,and

SurveyMethodologiesonGivingintheUS”,EconomicsLetters,２００５,８６ (２),１７３Ｇ１８０．
[２５]Rosenbaum,P．R．,andD．B．Rubin,“TheCentralRoleofthePropensityScoreinObservational

StudiesforCausalEffects”,Biometrika,１９８３,７０ (１),４１Ｇ５５．
[２６]Rotemberg,J．J．,“CharitableGivingWhenAltruismandSimilarityAreLinked”,JournalofPubＧ

licEconomics,２０１４,１１４,３６Ｇ４９．
[２７]Roth,A．E．,V．Prasnikar,M．Okuno,andS．Zamir,“BargainingandMarketBehaviorinJerusaＧ

lem,Ljubljana,Pittsburgh,andTokyo:AnExperimentalStudy”,AmericanEconomicReview,

１９９１,８１,１０６８Ｇ１０９５．
[２８]Schlegelmilch,B．B．,A．Love,andA．Diamantopoulos,“ResponsestoDifferentCharityAppeals:

TheImpactofDonorCharacteristicsontheAmountofDonations”,EuropeanJournalofMarketＧ

ing,１９９７,３１ (８),５４８Ｇ５６０．
[２９]Shang,J．,andR．Croson,“AFieldExperimentinCharitableContribution:TheImpactofSocial

Informationon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Economic Journal,２００９,５４０,

１４２２Ｇ１４３９．
[３０]Smith,V．L．,“AnExperimentalStudyofCompetitiveMarketBehavior”,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１９６２,７０ (２),１１１Ｇ１３７．
[３１]Soetevent,A．R．,“AnonymityinGivinginaNaturalContext—AFieldExperimentin３０ChurＧ

che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２００５,１１,２３０１Ｇ２３２３．
[３２]Soetevent,A．R．,“PaymentChoice,Image MotivationandContributionstoCharity:Evidence

fromaFieldExperiment”,AmericanEconomicJournal:EconomicPolicy,２０１１,１,１８０Ｇ２０５．
[３３]Sugden,R．,“Reciprocity:TheSupplyofPublicGoodsthroughVoluntaryContributions”,EcoＧ

nomicJournal,１９８４,３７６,７７２Ｇ７８７．
[３４]Vesterlund,L．,“TheInformationalValueofSequentialFundraising”,JournalofPublicEconomＧ

ics,２００３,３,６２７Ｇ６５７．



１２３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８卷

PublicRecognitionHas“Selection”and“Promotion”
EffectsonCharitableGiving

—EvidencefromFieldExperimentaboutCharitable
Donations

JUNLUO∗

(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YEFENGCHEN
(ZhejiangUniversity)

HAORANHE
(Beijing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　WithmarketＧorientationforChinascharitabledonations,studyforindividual
donationbehaviorhasbecomeanimportantissue．Inthispaper,webuildatheoretica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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